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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效应、行业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①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比较研究

陈岩，郑江，李宏兵②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876）

摘 要：本文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对外投资、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特征的综合数据库，

实证检验了对外投资与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东道国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与

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迥异。其中，对欧美发达经济体同时开展投资

和出口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美国的东道国效应尤为明显；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并

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以及投资与出口

的互动效应差异。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的东道国效应仅在低技术机会行

业和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对我国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东道国效应仅在高

技术机会行业和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中有显著阻碍作用，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不显著，这主要取

决于我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行业分布和东道国创新环境的差异。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东道国效应； 创新绩效；行业异质性

一、引言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 OFDI）增长 15%达到 1010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对

外投资国；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出口总额达 23427.46 亿美元，位居世界

第一，OFDI 和出口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最重要因素，不仅是国际研发溢

出的重要渠道，而且是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提高的重要途径（Lin 和 Lin，

2010）。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位置的投资东道国对 OFDI 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不同

（Chen，Li 和 Shapiro，2012），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和创新产出绩效

亦存在差异（Chen 和 Li，2013），OFDI的贸易创造效应也存在国别差异（刘再起和谢润德，

2014）。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样存在东道国国别效应差异，出口的东道国经济越发达

则积极效应越明显（石东楠，200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推

进，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在我国对外投资和出口份额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成为除

发达国家市场外新的增长极，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对我国对外投资与出口呈现出与

发达国家市场不同的吸引力。因此，形成针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型经济体在贸易与投资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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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机制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长期挑战。进而言之，探究我国企业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

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和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有助于从理论上更清晰认

识对外投资和出口在不同情境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显著增强我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

针对性和引导力。

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国在东道国层面上投资与出口间长期呈不协调状态，影响了东道国

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其中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与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之

间的出口与投资非对称性最为突出，一方面，我国对美出口顺差达 3426.3 亿美元，美国政

府屡屡采取“双反”措施引发中美贸易争端，典型事实有轮胎特保案、光伏“双反”案，而

实际上我国出口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对我国企业获取技术溢出助益较小，我国在全球价

值链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对美投资屡屡受阻，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频频对我国对美直接投资施加限制，典型事件有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 2005 年中海油并购优

尼科被驳回，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 2012年华为并购 3Leaf 被迫撤回等，我国企业对美 OFDI

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收效甚微。探索贸易与投资的再平衡机制，研究贸易与出口交互关系对我

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渠道协调发展，助力我国企业“优进优出”的

内在要求，是在迈向“新常态”过程中破解出口与投资双重困境，实现出口与投资双赢局面

的关键所在，为经济“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

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

2015 年 4 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时强

调，要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

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形成开放型

经济新格局。政府已不仅限于在总体方针上给予 OFDI 鼓励与支持，而是进一步结合国内产

业结优化升级的需要，对“走出去”结构层次提出明确指导，更强调 OFDI 的细分行业结构

特征。但已有关于逆向溢出的研究中多是从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源存量、技术差距等视角研

究 OFDI逆向溢出效应，忽视了行业特征对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影响，更缺乏对行业异

质性视角下 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的深入研究，对新形势下 OFDI发展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不足。因此，充分考虑 OFDI行业特征在东道国效应中的作用，指导企业分层次、分结构高

效“走出去”，为政府下一步产业结构政策调整提供借鉴，在“优进优出”情境下显得尤为

重要。

据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在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之下，全

面考虑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有助于深刻理解我国对外贸

易与对外投资的协同互动机制，理顺贸易与投资的再平衡关系，从理论上探究出口与 OFDI

交互效应形成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二是，考虑东道国效应对我国

企业创新的影响视角，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细分，研究特定国别的东道国效应对我

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 OFDI 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分析和比较出口和 OFDI

的东道国效应，为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 OFDI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针对性借鉴；三是，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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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业差异的东道国效应，研究行业异质性视角下 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绩

效的关系，在行业分类基础上，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

层次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理论与假设，第四部分说明研究数据与方法，

第五部分展示并讨论实证结果，第六部分得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

自 Kogut 和 Chang（1991）首次提出 OFDI存在逆向溢出效应的猜想以来，新兴经济体

和转型经济体的中国开展 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逐渐成为国际商务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研

究初期，学者专注研究 OFDI与创新代理变量的二者关系，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二者关系的

中介或调节作用，如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邹明（2008），王英和刘思峰（2008）

和白洁（2009），由于数据和代理变量的选取差异造成了 OFDI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的争议。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基本认同我国 OFDI 存在逆向溢出效应，但对于 OFDI具体的影响效果

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加入不同调节机制后，如吸收能力差异（陈岩，2011），人力资本门

槛（李梅和金照林，2011），市场化进程（阚大学，2014），我国 OFDI逆向溢出差异存在地

区差异、行业差异，并受人力资本、市场化指数等母国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溢出效果的差异。

以上研究均使用国家、省份等中宏观层面 OFDI 数据，没有从微观企业视角验证 O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且囿于数据可得性，存在一定局限性，如陈岩（2011）和阚大学（2014）

均没有充分控制行业异质性因素。部分学者采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研究，但多是单一省份企

业数据，如浙江省（田巍和余淼杰，2012），广东省（王方方和赵永亮，2012），江苏省（严

兵，张禹和韩剑，2014），无法全面反映 OFDI的地区差异。微观企业不仅是 OFDI主体，也

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联系 OFDI与逆向溢出的关键介质，忽视企业层面的影响机制将极大

限制研究结果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借鉴意义。葛顺奇和罗伟（2013）与陶攀和荆逢春（2013）

曾使用全国口径企业 OFDI数据，但前者研究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开展 OFDI概率的影响，后者

研究东道国特征对我国 OFDI的吸引力，企业层面 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较少。从

微观企业视角，使用全国口径企业数据，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开展 OFDI的溢出效应是新形势

下理清 O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引导企业“优进优出”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的

内在要求。

OFDI 东道国选择对 OFDI 与我国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差异化影响。我国对高研发密集度

的发达地区开展 OFDI 会产生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但对技术水平较低

地区的 OFDI 不能带来积极溢出（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创

新水平与 OFDI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正相关（Chen，Li 和 Shapiro，2012），进而对我国

OFDI对母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沙文兵，

2014）。Chen和 Li（2013）研究我国对 26 个欧盟地区国家的 O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结果显示，对发达国家的OFDI比发展中国家对我国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更明显，这与Ryuhei

和 Takashi（2012）结论一致。但来自对 OPEC国家的 OFDI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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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 中发达国家的 OFDI 并没有比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技术溢出的作用更明显（Zhang，Li 和

Han，2013）。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 OFDI东道国的国别研究仅限于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资源丰

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张春萍，2012；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忽视

了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美国、日本、韩国与欧美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发展模式

和政策环境上的差异，也忽视了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程度和技术水平上的差

异，没有基于微观视角的特定国别的细分，较为笼统，无法精准分析特定国别 OFDI的创新

绩效效应。因此本文运用企业层面数据对投资东道国进行国别分组研究，比较对不同经济发

展程度的国家 OFDI 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差异，特别是考察对美国 OFDI的溢出效应，能更

全面了解 OFDI 东道国选择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进行投资东道国最优选

择提供借鉴和指导，是为我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更有针对性指导和借鉴的内在要求，

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出口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与学习效应对母国创新活动产生影响（Bratti 和 Felice，2012；

Criscuolo 等，2010；Keiko，2011；赖永剑和贺祥民，2013）。已有文献中对出口的东道国

效应研究较少，仅有巫强和刘志彪（2007）和 Wu, Wu and Zhuo（2015）分析进口国制度质

量水平对出口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对高制度质量东道国出口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

更显著作用。针对出口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已有文献基本从某一国家或某一行业或某一类产

品的整体出口研究，分析出口参与、出口密集度的效应，少有研究一国向不同国别的出口带

来的创新溢出的不同，未有从出口来源国与目的国的相对比较，来分析向不同国别的出口带

来创新溢出差异的原因。对出口的东道国效应研究的忽视不利于全面理解一国出口对其创新

活动影响机理的国别差异，不能为政府有针对性对本国企业进行引导提供借鉴，不利于提升

一国出口绩效，更不利于打造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版”。因此，深入研究一国向不同国

别的出口带来的创新溢出的不同是打造贸易升级版，推进外贸可持续性发展，助力我国经济

转型应有之举。

OFDI 与出口是对外输出的两种选择方式，是获取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Lin 和 Lin，

2010）。关于 OFDI 和出口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四种观点：替代论、互补论、复杂论和不显著

论。替代论认为贸易与要素流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相替代的关系，当 OFDI产生的

成本少于外部出口成本，OFDI将取代出口，成为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的主要形式（Buckley

和 Casson，1976；Dunning，1979；Lu，2007）。互补论认为 OFDI 和出口可以相互支撑，出

口能发挥先期的市场开拓效应，积累国际化经验，为后续的 OFDI进入开辟更多渠道，OFDI

既能增加出口的深度边际又可扩展其广度，能有效降低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存在积极

的“出口效应”，二者互相促进（Chen，Hsu 和 Wang，2012；Chow，2012；吕计跃，2012；

张纪凤和黄萍，2013；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刘再起和谢润德，

2014）。复杂论认为 OFDI 与出口关系不确定，受 OFDI母国国别（汪素芹和姜枫，2008）、OFDI

东道国国别（綦建红和陈晓丽，2011）、产品加工程度（俞毅和万炼，2009）、行业分类（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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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秀，2013）、行业监管程度（Chiappini，2013）以及 OFDI 数量和广度（黄凌云，罗琴和

刘夏明，2014）等因素影响。而 Goh，Wong 和 Tham（2012）则主张二者关系并不显著。

已有研究证实了 OFDI 和出口作为两种单独的溢出渠道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也有研

究 OFDI 与出口的相互关系，但没有将 OFDI 与出口之间的互补、替代的相互关系放到 OFDI

国别影响的情境下，研究对特定国别 OFDI与出口之间的交互机制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可能

产生的影响，而事实上 OFDI与出口的相互关系确实存在争议，OFDI与出口的交互作用的差

异是否会对 OFDI或出口的单独溢出渠道产生影响，在当前“优进优出”与打造贸易升级版

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在理清 OFDI 与出口之间互补或替代的相互作用机制的

基础上，研究 OFDI与出口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背景下

我国 OFDI 与出口的互动关系，进一步认清 OFDI东道国选择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借鉴意义。

行业异质性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罗森林和陈岩，2013），不同行业的知识属性

差异、行业技术水平和行业资本密集度会通过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企业创新能力来影响

企业创新绩效（许培源和章燕宝，2014；文豪，张敬霞和陈中峰，2014），行业技术机会会

通过影响潜在技术溢出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作用（陈岩，翟瑞瑞，2013）。行业异质性对我

国 OFDI的逆向溢出机制存在影响，不同行业 OFDI在推动行业升级和技术提升的效果上存在

差异，制造业和资源类行业拉动作用明显，劳动密集型行业作用较弱（李逢春 2013）。行业

研发密集度越高，企业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 OFDI 的倾向越强，母国本土行业竞争程度越高，

则企业开展市场寻求型 OFDI的可能性越大（Lu，Liu 和 Wang，2011）。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在开展 OFDI 的决策上存在差异（严兵，张禹和韩剑，2014）。也

有学者认为防御型 OFDI 在提升行业效率的同时，会通过其对创新活动的影响降低台湾行业

的竞争力（Sun，Fulginiti 和 Chen，2010）。

已有文献多研究不同行业、企业特征下企业开展 OFDI 的可能性，如葛顺奇和罗伟

（2013），较少研究企业是否对特定东道国开展 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没有将行业

异质性与投资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结合起来研究其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易造成研究

结果的不全面，不利于深入认识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囿于数据可得性，

在没有企业层面 OFDI 投资额的情况下，本文研究企业 OFDI东道国选择差异与行业特征的交

互作用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将有助于企业比对自身所处行业的特征，贯彻“优进优出”

思想，做出更合理更有针对性的 OFDI东道国选择以获取企业创新绩效的最优化，更高效“走

出去”。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仅从资源视角将我国 OFDI 东道国分为发达

经济体、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三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细分程度不够，对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和创新环境上的差异认识不

够，对作为新兴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发展上的差

异认识不够，缺乏与特定国家的微观数据比较研究；二是，单纯研究出口或者 OFDI 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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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关系，缺乏综合 OFDI 与出口的交互关系形成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

究，缺乏关于贸易与投资互动再平衡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三是，没有将 OFDI 与出

口的东道国效应与行业特征综合起来，研究二者交互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缺乏

深入探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以上不足也是本文研究

的难点、重点，本文将构造了包含 OFDI、出口和相关企业特征的全国口径的综合数据库，

在考虑 OFDI 与出口、行业特征交互机制的基础上，从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视角实证检

验 OFDI 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为政府更加有针对性地营造对外开放制度环境和

企业国际化东道国选择优化提供借鉴。

三、理论与假设

OFDI 和出口均存在东道国效应，但学术界缺乏对国别的进一步细分，仅停留在将国别

研究仅限于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本文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计公报》最新数据，综合比对我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分布前 20 国家和地区，我国境外投

资流量和存量的分布前 20 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包括欧盟、美国、东

盟等，在剔除对港澳台投资后，在考虑投资企业规模和借鉴已有研究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将

我国 OFDI东道国进行合并分组，首先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其次在考虑各国地理

位置、经济发展历史及模式和创新环境上的差异和 OFDI规模量级后，将发达经济体进一步

细分为美国、欧美其他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即日本、韩国、新加坡），将我国 OFDI

东道国分为美国、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 5 类。

出口有助于企业增强国际化经验，加深企业对东道国市场了解和认识，有效降低开展

OFDI所可能遇到的社会网络障碍和文化差异障碍，对一个国家的出口可能对该国的 OFDI的

逆向溢出效应有积极作用。而我国 OFDI 多是出口辅助型（Dong 和 Guo，2013），通过在东道

国进行 OFDI 来保护母公司产品免受出口市场的外来竞争压力，OFDI也为母国出口提供相关

销售和售后服务有助于拓展海外市场（张纪凤和黄萍，2013），提高出口占销售比重，提高

出口的概率并能有效降低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毛其淋和许家

云，2014；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因此，OFDI与出口存在互补机制。

OFDI 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存在逆向溢出效应（陈岩，2011；Chen，Li 和 Shapiro，2012；

阚大学，2014）。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开展 OFDI 多为战略资源寻求型 OFDI，与发达国家企

业相比，我国企业处于竞争弱势，缺乏核心研发能力、技术能力和品牌等战略资源，迫切地

需要从外部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而发达国家存在先进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成熟

的管理制度经验，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从东道国市场吸收技

术外溢而对我国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a）。因此，对发达国家开

展 OFDI和出口将显著促进我国创新绩效提升。

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开展 OFDI的动机多为资源获取型，目的在于通过 OFDI获取国内经济

高速发展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自然资源，而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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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金砖国家在内，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等初级工业品出口是其对外贸易主要收入来源。我国产

品与发展中国家产品相比，处于技术相对优势地位，我国商品档次和品质能够满足其进口需

求，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开展

投资和出口可能并不能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对美国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

假设 1b：对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

假设 1c：对亚洲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

假设 1d：对金砖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假设 1e：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行业技术机会对 OFDI 的逆向溢出有影响作用。行业技术机会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有

正向关联（罗森林和陈岩，2013），行业技术机会越大，则企业潜在可利用技术越多，技术

溢出渠道的畅通可进一步激发企业吸收能力，企业能迅速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进而提高

创新产出能力。行业和企业吸收能力的增强有助于企业将在东道国获取的技术溢出迅速转化

和吸收，增强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而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正向作用。技术密集型行业企

业开展 OFDI 对带动国内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效果显著（汤婧和于立新，2012）。高技术机会

行业企业注重自主研发能力发展，获取外在逆向溢出的能力和吸收转化能力强于低技术机会

行业企业。因此高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同时开展 OFDI和出口将更容易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出口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但对于不同技术机会行业，该

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企业的 OFDI和出口均施加严格限

制，例如奥巴马政府对我国华为公司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裁定华为通过市场手段收购 3Leaf

违规而驳回了收购请求，这些举措会加大企业投资和出口的政治风险。而韩国和新加坡等亚

洲发达国家则没有这种政策歧视。因此与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高技术

机会行业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的 OFDI 和出口可能对企业创新影响产生阻碍作用。我国企业

对发展中国家开展 OFDI 和出口的动机是获取自然资源，因此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没有

显著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对美国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

阻碍作用，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呈现促进作用。

假设 2b：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对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

业创新绩效有阻碍作用，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呈现促进作用。

假设 2c：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和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对亚洲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

出口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

假设 2d：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和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对金砖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

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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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e：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和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展投资

和出口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姜华欣，史本叶和范思琦（2013）发现资源类行业大规模开展 OFDI 是高资本密集度的

内生选择，产业资本密集度越高，开展 OFDI的可能性及 OFDI 量级越大（丛静和张宏，2015）。

且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正向作用，行业资本密集度越高，科技含量和资

金含量越高，与东道国市场的产业关联越复杂，带动能力越强，吸收和转化的技术外溢就越

多，对我国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就越明显（李逢春，2013），

因此，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同时开展 OFDI和出口将更容易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由于我国 OFDI 在各国的分布差异，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开展 OFDI和出口对创新的

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我国对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 OFDI和出口

主要集中于轻工业，低资本密集度行业，因此，与美国不同，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

上述两个组别的国家开展 OFDI 和出口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a：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和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美国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

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

假设 3b：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

企业创新绩效有阻碍作用，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呈现促进作用。

假设 3c：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亚洲发达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出口对我国企业

创新绩效有阻碍作用，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呈现促进作用。

假设 3d：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和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金砖国家同时开展投资和

出口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假设 3e：我国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和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展

投资和出口均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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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产值率

NPS
是否对该国投资

行业技术机会

行业资本密集度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企业隶属关系

所有制类型

人均产出

人力资本

市场化指数

是否对该国出口

图 1：研究框架

四、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对象是开展 OFDI的中国企业，所采用数据是主要由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

（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为基准对比匹配得来，是包含企

业基本数据，所属行业，所在地区以及投资东道国数据在内的四维度综合数据库。

表 1：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简明统计

东道国 投资记录 起始年 东道国 投资记录 起始年

美国 4154 1986 埃塞俄比亚 168 1996

香港 10686 1986 阿尔及利亚 94 2002

荷兰 292 2004 印度尼西亚 652 2002

英国 403 1986 澳大利亚 869 1999

德国 784 1987 津巴布韦 104 1997

法国 260 2003 尼日利亚 333 1998

瑞典 92 2003 开曼群岛 229 1998

老挝 600 2002 加拿大 617 2000

越南 842 1995 意大利 244 2000

伊朗 121 1992 西班牙 110 2003

蒙古 381 1999 俄罗斯 1092 1998

缅甸 241 1994 新西兰 99 1998

巴西 244 2002 赞比亚 200 1998

台湾 230 2009 沙特阿拉伯 191 2002

澳门 190 1986 阿联酋 735 1983

南非 232 2000 柬埔寨 39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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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366 2000 新加坡 799 1992

日本 963 1988 哈萨克斯坦 284 1998

韩国 760 2000 吉尔吉斯斯坦 127 2004

泰国 466 1987 维尔京群岛 567 1998

其他 5826 总计 36044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时间截至 2015年 3 月

本文在 36044 家对外投资记录基础上，比对 2000-2009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新

产品产值等研究变量的可获取性，最终选取 2005-2007 年间 3649 条投资记录。因数据可得

性问题，去除非制造业企业数据。以企业名称和法人代码为基准，删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无法找到企业代码和数据缺失的企业，删除只有单一年份出现的企业，最终选取了 765

家开展 OFDI 企业，制成了 2005-2007 年的 3 年均衡面板数据，共 2295个样本观察值。其中，

对美投资企业 164家，占总样本的 21.4%。样本企业涉及 4 位行业代码共 259个行业，考虑

数据集中需要，采用 2位行业代码进行分类汇总，得到包含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服装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在内的 34 个行业。

数据库包括对外投资企业的企业规模、企业隶属关系、所有制类型、人均产出、是否有

出口行为、对外投资的东道国国别分组、新产品产值率、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技术机会、

地理位置、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市场化程度等 16 个基础统计指标。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衡量创新绩效主要涉及两类变量：新产品类指标和专利类指标。专利申请数是一种中间

产品，是创新过程指标，无法准确表明技术的市场化程度和产业化的实现程度。且我国企业

专利意识不强，专利申请数并不能全面反应我国企业创新产出成果（李柏洲和李新，2014）。

而 NPS能体现研发创新成果潜在商业价值实现的企业最终目的，反映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最终

价值形态，是研发与技术创新市场化的成果，涵盖了创新生产和销售的全过程，是企业创新

成果产出能力的有效衡量变量（左和平和杨建仁，2011）。本文选取 NPS 作为企业创新产出

的代理变量，用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衡量。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虚拟变量（0/1）来表示企业是否做出对某一特定国别组投资的决策，将我国

所有投资东道国分为五组，即是否对美投资 US、是否对欧美其他发达国家投资 WEST、是否

对亚洲发达国家投资 ASIAD，是否对金砖国家投资 BRICS 和是否对发展中国家投资 DING。US、

WEST、ASIAD，BRICS 和 DING。

3、调节变量

（1）是否出口（EXP）。考虑到出口对企业来说是一种稀有行为（Helpman，2012），本

文采用虚拟变量是否出口（0/1）来衡量出口的作用。

（2）行业技术机会（TO）。本文采用行业研究开发费与行业主营收入的比值作为其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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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Wang，Clegg 和 Kafouros，2009）。

（3）行业资产密集度（LICI）。本文采用行业固定资产总额与行业总就业人数比值的自

然对数来衡量行业资本密集度。

4、控制变量

本文从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隶属关系、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人

均产出、区域人力资本存量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等因素。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和资产

总额指标确定企业规模（SIZE），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单位隶属关系代码表示企业隶

属关系（SBJCT），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类型指标划定企业所有制类型（SOE），用

虚拟变量表示，使用企业总产值与企业职工总数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人均产出水平

（LNOUT），使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数量的乘积表示区域人力资本存量（HR）。，

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2年报告》中

的区域市场化指数衡量市场化进程（MID）。

（三）模型设计

本文旨在研究企业对特定国别组是否投资与是否出口、行业技术机会和行业资本密集度

的交互作用与企业创新产出绩效之间的关系，验证我国对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域的

国别组开展 OFDI和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产出的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及可能存在的差异程度，

重在研究 OFDI与出口的交互作用，研究行业异质性视角下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

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本文旨在研究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直接交互作用对新产品

产值率的影响，并根据行业特征进行分组验证。根据本文的假设，提出以下模型：

4 51 2 3 6 i
N P S a S O E a S B J C T a S I Z E a L O U T a H R a M I D I V        

（1）

4 51 2 3 6
*

i
N P S a S O E a S B J C T a S I Z E a L O U T a H R a M I D E X P I V        

（2）

其中，NPS表示新产品产值率，SOE、SBJCT、SIZE、LOUT、HR 和 MID作为控制变量，EXP

表示企业是否对该国出口，IV 表示是否对该国投资，i=1，2，3，4，5 分别对应 US、WEST、

ASIAD，BRICS 和 DING，ε代表残差项。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相关原始变量描述性统计，表中显示，我国企业新产品产值率的均值为 10.77%，

与发达国家完善和成熟的技术创新规模相比，我国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仍旧偏低。从对相关国

别组的 OFDI 情况来看，对美国 OFDI 的企业占总企业数的 21.44%，，高于欧美其他发达国家

和亚洲发达国家，说明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我国企业开展 OFDI 的主要东道国。从是否出

口情况来看，69.02%的企业对外出口，侧面佐证了我国大多数 OFDI是出口辅助型的，而企

业有出口行为积累国际化经验也会促进其开展 OFDI。我国的行业技术机会的均值仅为

0.0103，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由企业规模均值为 2.3660 可以看出我国开展 OFDI的企

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这可能是由于大中型企业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和人力保障促使其走向

国际化。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企业占据份额很少，这可能是由于中央企业独立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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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单独核算，造成数据统计时的误差。但仍可以清晰说明私有企业是我国

OFDI 的主力军，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国内对国有企业的扶持政策和行业竞争加剧。市场化程

度均值为 8.7251，说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市场化进程逐步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所处地位不断提升。

表 2 相关原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PS 2295 0.1077 0.2329 0 1

US 2295 0.2144 0.4105 0 1
WEST 2295 0.1856 0.3889 0 1
ASIAD 2295 0.0667 0.2495 0 1
BRICS 2295 0.0810 0.2730 0 1
DING 2295 0.3386 0.4733 0 1
EXP 2295 0.6902 0.4625 0 1

TO 2295 0.0103 0.0108 0 0.0455
LICI 2295 4.9335 0.6800 2.9116 8.5926
SIZE 2295 2.3660 0.6970 1 3
SBJCT 2295 75.6758 23.2501 10 90
LOUT 2295 5.8615 0.9367 2.8872 10.2294
SOE 2295 0.0423 0.2012 0 1

HR 2295 17856.1500 7164.4130 361.81 29694.11
MID 2295 8.7251 1.6040 0.29 10.92

（二）相关性检验

本文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检验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0.45，远低于 0.8，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本文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引入了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

检验。而一般认为 VIF 值小于 5 即代表着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变量 VIF 值均小于 2，充

分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保证了实证结果的有效性。

表 3 变量相关系数表

NPS SOE
SBJC
T

SIZE LOUT HR MID EXP TO
LIC
I

VIF

NPS 1

SOE 0.02
0

1
1.2
6

SBJC
T

-0.1
01

-0.4
32

1
1.4
9

SIZE -0.2
49

-0.2
04

0.29
8

1
1.2
4

LOUT 0.13
8

-0.0
14

-0.0
38

-0.1
44

1
1.1
4

HR -0.0
02

-0.0
47

0.12
3

-0.0
61

0.12
7

1
1.1
2

MID 0.04
5

-0.1
40

0.36
2

0.11
1

-0.0
11

0.26
2

1
1.3
8

EXP 0.16
0

-0.0
14

0.07
7

-0.2
12

0.00
61

0.02
7

0.27
9

1
1.2
1

TO 0.24
6

0.03
4

-0.0
53

-0.1
04

0.14
1

0.00
5

-0.0
33

0.02
7

1
1.0
7

LICI 0.02 0.10 -0.1 -0.1 0.29 -0.0 -0.1 -0.1 0.20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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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4 10 2 07 55 48 3 1

注：篇幅所限，在本文中并未列示虚拟变量的相关系数，如有需要，作者可提供完整的相

关系数表。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2.0 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以下简称 OLS），利用混合效应模型对我

国企业投资和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表 4到表 7 是本文研究的实证结果。

1、企业是否对某一国别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基本回归

表 4 企业是否对某一国别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SOE
-0.0561**
（-2.18）

-0.0537*
（-2.08）

-0.0538**
（-2.09）

-0.0592**
（-2.30）

-0.0560**
（-2.17）

-0.0560**
（-2.17）

SBJCT
-0.0008**

*
（-3.33）

-0.0008**
*

（-3.38）

-0.0008**
*

（-3.27）

-0.0008**
*

（-3.39）

-0.0008**
*

（-3.34）

-0.0008**
*

（-3.34）

LOUT
0.0268***
（5.29）

0.0273***
（5.39）

0.0269***
（5.32）

0.0269***
（5.32）

0.0268***
（5.28）

0.0268***
（5.29）

SIZE
-0.0783**

*
（-11.00）

-0.0772**
*

（-10.80）

-0.0786**
*

（-11.04）

-0.0782**
*

（-11.00）

-0.0783**
*

（-10.99）

-0.0781**
*

（-10.93）

HR
-0.0000**
（-2.40）

-0.0000**
（-2.29）

-0.0000**
（-2.36）

-0.0000**
（-2.23）

-0.0000**
（-2.40）

-0.0000**
（-2.42）

MID
0.0157***
（4.89）

0.0150***
（4.64）

0.0148***
（4.60）

0.0152***
（4.75）

0.0157***
（4.89）

0.0155***
（4.78）

国别效应

US
0.0223*
（1.94）

WEST
0.0264**
（2.18）

ASIAD
-0.0593**

*
（-3.17）

BRICS
0.0034

（0.20）

DING
-0.005

（-0.51）

_cons
0.0921**
（2.08）

0.0871*
（1.97）

0.0925**
（2.09）

0.0981**
（2.22）

0.0916**
（2.07）

0.095**
（2.13）

N 2295 2295 2295 2295 2295 2295

R-sq 0.085 0.087 0.087 0.090 0.086 0.086

表 4 报告了企业是否对某一国别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简单回归结果，模型 1 只包括控

制变量，模型 2-6 依次分别单独加入 US、WEST、AISAD、BRICS 和 DING。结果发现，我国企

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开展 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有积极作用，而对亚洲发达国家开展 OFDI

则阻碍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发展，这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在创新环境上存在较

大差异：欧美国家侧重于根本性的产品创新，鼓励开放，小公司创新技术外溢渠道丰富，倡

导非正式交流，员工流动性大，加速了技术和技能的扩散（王静文，2003）；而日韩保守封

闭，偏向于渐进持续增量的技术改善，奉行“引进—模仿—改进—创新”的模式（陆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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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劲松和薛红志，2006），以大公司内部封闭创新为主，母公司与下属分包公司之间有较强

的技术外溢，对大公司集团之间和集团之外的企业几乎没有外溢。员工一般是终身雇佣制，

倡导忠诚责任，反对非正式交流，员工流动性很低，技术外溢渠道很少，新成立的公司或者

外来企业很难进入市场（朱静，2001），国内封闭的技术创新环境构成的外来者劣势等技术

外溢障碍。而对发展中国家开展 OFDI 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作用则不显著。

2、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 5 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SOE
-0.0561**
（-2.18）

-0.0540**
（-2.10）

-0.0544**
（-2.11）

-0.0583**
（-2.26）

-0.0560**
（-2.17）

-0.0573**
（-2.22）

SBJCT
-0.0008**

*
（-3.33）

-0.0008**
*

（-3.43）

-0.0008**
*

（-3.33）

-0.0008**
*

（-3.42）

-0.0008**
*

（-3.38）

-0.0008**
*

（-3.32）

LOUT
0.0268***
（5.29）

0.0273***
（5.40）

0.0270***
（5.33）

0.0265***
（5.24）

0.0266***
（5.25）

0.0270***
（5.33）

SIZE
-0.0783**

*
（-11.00）

-0.0758**
*

（-10.58）

-0.0778**
*

（-10.92）

-0.0790**
*

（-11.09）

-0.0781**
*

（-10.96）

-0.0776**
*

（-10.88）

HR
-0.0000**
（-2.40）

-0.0000**
（-2.26）

-0.0000**
（-2.31）

-0.0000**
（-2.38）

-0.0000**
（-2.38）

-0.0000**
（-2.32）

MID
0.0157***
（4.89）

0.0139***
（4.29）

0.0146***
（4.49）

0.0158***
（4.92）

0.0158***
（4.93）

0.0155***
（4.83）

东 道 国 效
应

UEXP
0.0378***
（2.99）

WEXP
0.0293**
（2.14）

AEXP
-0.0495**
（-2.21）

BEXP
0.0213

（1.08）

DEXP
0.0186

（1.60）

_cons
0.0921**
（2.08）

0.0914**
（2.07）

0.0940**
（2.13）

0.0982**
（2.22）

0.0908**
（2.05）

0.0857*
（1.93）

N 2295 2295 2295 2295 2295 2295

R-sq 0.085 0.089 0.087 0.087 0.086 0.086

表 5 报告了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 1 只包

括控制变量，模型 2-6 依次分别单独加入 OFDI 与出口的交互项 UEXP、WEXP、AEXP、BEXP

和 DEXP。结果发现，UEXP和 WEXP 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 1a 和 1b，表明我国对欧美发达国

家的 OFDI 与我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相互促进的互补作用大于替代效应，证实了 Chen，

Hsu和 Wang（2012）和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的结论，出口为 OFDI开拓了市场，积累了

经验，降低了 OFDI可能遇到的社会文化差异等外来者劣势因素，促进了 OFDI的开展，拓宽

OFDI吸收欧美开放的技术溢出渠道，加速了 OFDI获取技术溢出和吸收转化为逆向溢出的过

程，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创新产出绩效提升。同时 OFDI 也为出口提供了销售推广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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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国出口免于遭受东道国进口市场的激烈竞争（Dong和 Guo，2013），增进出口的深度和

广度（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拓展和保障了出口市场份额，加速了出口的升级和技术溢

出。而美国系数比欧美其他国家系数大，表明对美 OFDI与是否出口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更显

著，这是因为中美双边进出口规模更大，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

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出

口与投资间所体现出的互补作用更显著。

AEXP 显著为负，我国企业对亚洲发达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投资与企业

出口的交互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起阻碍作用，不支持假设 1c，证实了 OFDI的贸易效应存在

空间差异（谢杰和刘任余，2011），也表明我国对日韩出口与我国对日韩 OFDI的替代效应超

过了互补效应，表现出对创新绩效的阻碍削弱作用。这是由于中国与亚洲发达国家都是外向

型出口国家，严重依赖欧美国际市场，我国对日韩的 OFDI动机可能仅是出于规避日韩的保

护政策降低关税等方面考虑，出口模式的相近使得我国与日韩之间的 OFDI 与出口并未呈现

互补状态，进而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负向效果。这与张洁，蔡虹和贾玉健（2012）的结论相

悖，他们仅考虑进口贸易、FDI 与无形技术外溢的作用，没有考虑出口与 OFDI 间交互机制

的作用。

BEXP 和 DEXP 的系数虽为正向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支持了假设 1d 和 1e，说明对发展中

国家的出口与投资的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相抵消，对我国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

由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OFDI的投资动机在于拓展市场和转移过剩产能，而非战略资产寻

求型 OFDI（Buckley 等，2007；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丛静和张宏，2014），因而 OFDI

对于提升创新绩效的效果不明显。

3、行业技术机会视角下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 6 行业技术机会视角下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高技术机会行业 低技术机会行业

US WEST ASIAD BRICS DING US WEST ASIAD BRICS DING

控制
变量

SOE
-0.091**
（-1.78）

-0.089**
（-1.73）

-0.106*
*

（-2.06
）

-0.091*
*

（-1.78
）

-0.092*
*

（-1.79
）

-0.032
（-1.17

）

-0.035
（-1.28

）

-0.036
（-1.30

）

-0.036
（-1.30

）

-0.037
（-1.34

）

SBJCT
-0.002**

*
（-3.12）

-0.002**
*

（-3.03）

-0.002*
**

（-3.42
）

-0.002*
**

（-3.12
）

-0.002*
**

（-3.03
）

-0.000
（ -1.28
）

-0.000
（-1.43

）

-0.000
（-1.31

）

-0.000
（-1.38

）

-0.000
（-1.33

）

LOUT
0.017

（1.51）
0.016

（1.39）
0.015

（1.34）
0.017

（1.51）
0.017

（1.48）

0.022**
*

（4.17）

0.022**
*

（4.26）

0.021**
*

（4.07）

0.021**
*

（4.01）

0.021**
*

（4.11）

SIZE
-0.101**

*
（-6.68）

-0.101**
*

（-6.70）

-0.104*
**

（-6.95
）

-0.101*
**

（-6.68
）

-0.099*
**

（-6.53
）

-0.058*
**

（-7.78
）

-0.061*
**

（-8.25
）

-0.062*
**

（-8.30
）

-0.062*
**

（-8.29
）

-0.061*
**

（ -8.24
）

HR
-0.000

（-1.25）
-0.000

（-1.25）
-0.000
（-1.06

-0.000
（-1.26

-0.000
（-1.09

-0.000
（-1.42

-0.000
（-1.42

-0.000
（-1.53

-0.000
（-1.52

-0.00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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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MID
0.018***
（2.58）

0.017***
（2.46）

0.018**
*

（2.70）

0.018**
*

（2.63）

0.018**
*

（2.58）

0.011**
*

（3.20）

0.013**
*

（3.77）

0.014**
*

（4.07）

0.014**
*

（4.12）

0.014**
*

（4.04）
调节
效应

UEXP
0.004

（0.15）

0.054**
*

（4.12）

WEXP
0.018

（0.57）
0.030**
（2.14）

AEXP

-0.118*
**

（-2.42
）

-0.026
（-1.15

）

BEXP
0.004

（0.10）
0.023

（1.17）

DEXP
0.034

（1.25）
0.011

（1.02）

_cons
0.305***
（3.16）

0.312***
（3.22）

0.333**
*

（3.45）

0.304**
*

（3.14）

0.291**
*

（3.00）

0.031
（0.69）

0.027
（0.59）

0.031
（0.68）

0.029
（0.65）

0.026
（0.56）

N 739 739 739 739 739 1556 1556 1556 1556 1556

R-sq 0.099 0.099 0.106 0.099 0.101 0.076 0.069 0.067 0.067 0.067

我国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所处行业的技术机

会不同而有所不同？为检验这一问题，我们依据样本均值将样本区分为高技术机会行业企业

和低技术机会行业企业两类子样本（张海洋，2008），行业技术机会不低于 0.0103，划分为

高技术机会行业，有 739 家企业，结果报告在表 6 第（1）-（5）列；低于 0.0103 则认定为

低技术机会行业，有 1556家企业，结果报告在第（6）-（10）列。

结果表明，欧美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在高技术机会行业中，对我国企业创新有正向

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低技术机会行业中，欧美发达国家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

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是由于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为代表

的欧美政府在政策上频频对我国高技术机会行业的高研发密集度 OFDI施加特殊限制，典型

事件如 2012 年华为遵循市场机制收购 3Leaf 公司被奥巴马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否决，

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清单上常年位居前列，种种不合理政策限制加大了企业对美

投资的政治风险，这些不合理政策对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有阻碍削弱作用，加大了企业对美

投资的政治风险，降低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积极性，也影响了美国经济自身的良性发展，

导致积极的技术溢出仅体现在低技术机会行业，而在高技术机会行业中作用不显著。值得注

意的是，低技术机会行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附加值较小，我国企业在国际价值分配和

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弱势地位，对我国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持经济长

期健康发展存在隐患。

受我国与亚洲发达国家在贸易发展方式和投资方向上的相似之处等因素影响，在行业技

术机会视角下，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整体上对我国企业创新仍呈现阻碍作用，但由于

我国与亚洲各国地理位置临近，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发达经济体与我国在经济交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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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文化、地理和经济等多元距离优势，且亚洲发达国家奉行开放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品

较少存在不合理限制，因此在高技术行业中呈现显著效果。而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则一

直表现为不显著。

4、行业资本密集度视角下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 7 行业资本密集度视角下东道国效应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高资本密集度行业 低资本密集度行业

US WEST ASIAD BRICS DING US WEST ASIAD BRICS DING

控制变
量

SOE
-0.074***
（-2.39）

-0.076*
**

（ -2.44
）

-0.079*
**

（-2.47
）

-0.079*
**

（-2.53
）

-0.071*
**

（-2.27
）

-0.053
（-1.24

）

-0.050
（-1.17

）

-0.057
（-1.35

）

-0.054
（-1.26

）

-0.057
（-1.32

）

SBJCT
-0.001***
（-4.34）

-0.001*
**

（-4.02
）

-0.001*
**

（-4.10
）

-0.001*
**

（-4.28
）

-0.001*
**

（-4.06
）

-0.000
（-1.24
）

-0.000
（-1.24

）

-0.000
（-1.32

）

-0.000
（-1.24

）

-0.000
（-1.23

）

LOUT
0.007

（1.05）
0.004

（0.59）
0.004

（0.66）
0.003

（0.42）
0.005

（0.74）

0.055**
*

（7.28）

0.056**
*

（7.35）

0.055**
*

（7.22）

0.056**
*（7.29）

0.056**
*（7.30）

SIZE
-0.066***
（-6.87）

-0.070*
**

（-7.38
）

-0.071*
**

（-7.43
）

-0.070*
**

（-7.39
）

-0.068*
**

（-7.01
）

-0.087*
**

（-8.28
）

-0.087*
**

（-8.34
）

-0.089*
**

（-8.53
）

-0.087*
**

（-8.38
）

-0.088*
**

（-8.39
）

HR
-0.000**
（-1.78）

-0.000*
*

（-2.30
）

-0.000*
*

（-1.81
）

-0.000*
*

（-1.65
）

-0.000*
（-1.66

）

-0.000*
*

（-1.83
）

-0.000*
（-1.74

）

-0.000*
*

（-1.87
）

-0.000*
*

（-1.87
）

-0.000*
*

（-1.85
）

MID
0.012***
（2.81）

0.014**
*

（3.27）

0.015**
*

（3.45）

0.016**
*

（3.64）

0.014**
*

（3.32）

0.013**
*

（2.70）

0.012**
*

（2.53）

0.014**
*

（2.85）

0.014**
*

（2.83）

0.014**
*

（2.83）
调节效
应

UEXP
0.073***
（3.92）

0.008
（0.44）

WEXP
0.026

（1.21）
0.031*
（1.72）

AEXP
-0.031
（-0.97

）

-0.062*
*

（-0.97
）

BEXP
0.060**

*
（2.23）

0.001
（0.04）

DEXP
0.031**
（1.78）

-0.008
（0.49）

_cons
0.222***
（3.88）

0.238**
*

（4.13）

0.235**
*

（4.09）

0.233**
*

（4.07）

0.220**
*

（3.79）

-0.039
（-0.58

）

-0.039
（-0.58

）

-0.028
（-0.41

）

-0.040
（-0.60

）

-0.042
（-0.63

）

N 1045 1045 1045 1045 1045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R-sq 0.105 0.093 0.092 0.096 0.094 0.106 0.108 0.109 0.106 0.106

我国 OFDI 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因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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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不同？为检验这一问题，我们依据样本均值将样本区分为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和低

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两类子样本，行业资本密集度的自然对数不低于 4.9335，划分为高资

本密集度行业，有 1045 家企业，结果报告在表 7 第（1）-（5）列；低于 4.9335 则认定为

低资本密集度行业，有 1250 家企业，结果报告在第（6）-（10）列。

结果表明，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的

有显著积极作用，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作用不显

著；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中，呈现相反的结果，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企业

创新的有显著积极作用，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作用有显著阻碍作用，美国

和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效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作用则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主要与我国 OFDI 行

业分布有关，我国对美国出口主要集中于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和核反应堆、锅

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①
；除金融业外，对美国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等高资本密集度行业
②
，OFDI 与出口相互促进所体现的东道国效应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

对我国企业创新有显著积极作用，获取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证实了韩燕和钱春海（2008）

在资本密集行业中投资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论。

而我国对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出口主要集中纺织服装和玩具制造等

低端加工的轻工业行业，多为低资本密集度行业，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的投资规模比重较

小，因而亚洲发达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中表现出显著作

用。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阻碍我国企业创新也证实了林丹明，梁强和曾楚宏（2008）

行业资本密集度对特定行业中企业投资与企业绩效间的负向调节作用的结论。我国对发展中

国家的投资与出口主要集中于资源型初级产品，如矿产资源，集中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我

国技术水平与其余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前往低于我国技术水平的其与发展中国

家时，需对产品和技术进行修正，这也是创造新产品的一种模式，也能会促进我国创新绩效

的提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效应呈现正向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 OFDI与出口的交互机制的东道国效应，并在行业技术机会和行业资

本密集度视角下，讨论 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从东道国视角和

产业结构视角指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实施国际化。通过对 2005-2007 年我国企业 OFDI相关数

据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 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体现

了 OFDI与出口的互补作用，但美国的作用更为显著，是因为中美贸易进出口贸易规模更大；

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阻碍企业创新绩效，体现了 OFDI 与出口的替代作用；新兴经济

①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42693
② 资料来源：《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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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东道国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不显著。

第二，行业技术机会视角下，欧美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仅在低技术机会行业中对我国

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是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的不合理限制加大了高技术机会行业

企业的政治风险；而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仅在高技术机会行业中有显著阻碍作用，这

与日韩封闭的创新环境有关；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不显著。

第三，行业资本密集度视角下，美国的东道国效应仅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对我国企业

创新有积极作用，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仅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中有显著促进作

用，亚洲发达国家的东道国效应仅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中有显著阻碍作用，新兴经济体的作

用不显著，这主要与我国对以上国家的 OFDI与出口的行业分布有关。

（二）政策建议

密切关注我国 OFDI 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前景，是深入理解全球化内涵的必然要求，有

助于更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针对性指导和服务，有利于推进打造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版

的步伐，有利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企业 OFDI

的投资东道国选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涉及到行业技术机会和行业资本密集度视角下

OFDI与出口的东道国效应作用机制，对以后中国企业走出去，选择 OFDI 投资东道国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鉴于对不同国家的 OFDI与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效果，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

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对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的敏锐感知，针对所属行业及行业竞争状

况，通过各种渠道加深对东道国人文社会和市场状况的了解和认知，抓住国家“一带一路”

和大力鼓励“走出去”的历史契机，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机遇加以评估，有所斟酌，有所比

较，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在实施国际化战略进程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进而寻求长期发

展的可能。

企业应同时开展 OFDI和对外出口，通过出口或者 OFDI实践与东道国当地社会建立网络

联系，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通过二者的有效配合发挥出口与 OFDI的互补效应，建立开拓

市场和稳固市场的良性联动机制，加深与东道国的社会关联渠道，提高获取技术外溢的能力，

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增强企业自身实力，增强抵御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增

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外溢额吸收转化能力，内外结合，有效提高创新产出绩效，获取更大

的发展前景。

政府要将 OFDI 视为国内产业海外延伸布局，资源开发类 OFDI要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所需的短缺资源长期可靠的供应提供稳定的进口保障，加工制造业的 OFDI 要与国内产业梯

度结构政策有机衔接，做强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我国企业核心全球竞争力，以高端创新型

产业区段带动全产业链的拉紧和整合，对我国 OFDI 企业形成支撑。同时要更加注重与自主

产权、品牌、技术和国际营销渠道相结合，优化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延长加工贸易国内增值

链，带动加工贸易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加工贸易有序梯度转移，形成贸易与投资相互依存，

共同拓展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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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先行，要加深与各国政府的沟通与交流，为企业开路引道，做好信息搜集工作，形

成全行业统一口径的发布，对产业目录细分形成统一标准，并对每一行业某类产品进行细致

说明，及时更新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建立健全 OFDI 产业运行监测、信息发布与分析评价体

系，为企业选择指明产业升级改造的方向，切实做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引导机制，针对

不同行业企业，实行差异化引导，为其找寻合适发展空间提供合理政策支持，为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基础支撑，做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要加强与他国政

府的沟通谈判力度，加强与美国的磋商谈判机制，减少美国对华不合理准入限制，严厉抗击

不正当竞争和保护主义，保障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为企业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

同时，我国要把握住“一路一带”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契机，加强新兴经济体之

间的互联互通，借力发展与互动促变，尤其是在高科技与高行业密集度重合的高端装备制造

业，加强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将新兴经济体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放在同等重要

地位，作为我国企业新的国际市场发展中心，与新兴经济体开展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的合作，以高铁产业与核电行业为开路先锋，扩大对新兴经济体高技术机会和高资本密

集度行业的对外投资比例，促进我国企业获取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同时，为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技术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帮助，达到双方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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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country effect,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Chen Yan, Zheng Jiang, Li Hong-b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100876）

Abstract：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from 2005 to 2007 containing OFDI, export and

related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host country effect of OFDI and

export on our country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ces of host country effect have a widely different influence on our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enterprises which both export and OFDI to west developed countries

bring out a significantly bette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specially obvious for USA; while the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EMS), we can ascribe these differences to

diverse OFDI motivation and dissimilar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OFDI and export. Further

research based on industry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host country effect of USA shows positive

overflow only in low tech industries and high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Asia, the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ole only in high tech industries and low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while the

role of EMS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is mainly up to China’s different industry distribution of OFDI

and the export as well as innovation environment difference in hos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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